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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代理”独立性之质疑

刘 骏*

内容提要:“职务代理”术语是受苏俄民法启发而来,苏俄民法上类似制度的特征有二:其一,代

理人具有行政文件所任命的职务;其二,相对人因代理人的工作环境而信赖其被授权。 《民法典》

第170条不应适用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担任某一职务的工作人员以组织名

义的行为是否产生有权代理的效果,仍须求诸委托授权或表见代理进行具体判断。也不宜以经理

权、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阐释或建构职务代理。从立法论上检讨,单独规定职务代理的意义较小。

关键词:职务代理 表见代理 默示授权 经理权 代办权

2017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 《民法总则》)在争议声中规定了职

务代理制度 [现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170条],其旨在规范法

人或非法人组织的职员以组织名义行为时能否拘束该组织。《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职务代理

人是否具有 “无须特别授权”的特征,以及 “职务”本身能否等于本人的授权意思表示,都富有

争议。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讨论未明确指出这一概念的出处和其必要性。〔1〕 从比较法来看,在大

陆法系的德国法与法国法中,并无与此直接对应的术语或代理制度,而我国民法主要继受于大陆

法系,首先可以追问职务代理到底来自何处,这一回答必须追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是如何

表达职务代理的。其次,职务代理概念宽泛,并非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内部的任一职务皆能授予代

理权,“职务”是否有别于当事人意思而成为独立的代理权来源? 实践中的确有不少法院通过认

定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进而将其效果归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这导致我们追

问,从适用范围和权限确定角度观察,职务代理相比委托代理和表见代理有何独立性? 最后,

《民法总则》通过前,有代表性观点主张参酌比较法,建议以经理权、代办权等完善职务代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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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职务代理人的登记制度。〔2〕遵循这一思路, 《民法总则》通过后,有观点继续以经理

权、代办权等阐释职务代理制度。〔3〕这一路径果真合理吗?

为此,本文先明晰我国法是如何讨论职务代理的,追问其来源。随后,结合职务代理的适用

范围和职务代理权限之确定,辨析这一制度的独立性。最后,本文尝试结合比较法考察和我国实

证法状况,探讨以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阐释或建构职务代理的可行性。

一、职务代理之来源

(一)中国法

1.法律依据

《民法总则》通过之前,主流学说认为职务代理的依据之一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第43条,〔4〕该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

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另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法 〔办〕发 〔1988〕6号,2021年失效)第58条之规定,企业法人的

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的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

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

〔1992〕22号,2008年失效)第4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

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20〕17号,2020修正)第3条也规定了职务行为归属于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效果。从上述法条使用的 “承担民事责任”用语可看出,“职务行为”不仅包括法律行为的

归属,还包括侵权行为的责任归属。

中国法学会的 《民法总则草案专家建议稿》的征求意见稿 (2015年4月19日)和提交稿

(2015年6月24日)分别在 “代理”章中第165条和第163条定义了 “职务代理”。提交稿第

163条第1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职务的人,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无须特别授权,

就可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该条第2
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成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第1款规范职务行为的法律行为归属效果,第2款规范职务代理权的内部限制针对第三人

的效力。2015年8月28日的民法室室内稿第130条的措辞基本未变化。后来的 《民法总则 (草

案)》一审稿 (2016年7月5日)在第150条中删去了 “无须特别授权”的表达,将 “职务”改

为 “工作任务”,并删除了但书。这些改动,特别是删去 “无须特别授权”表明了立法者的犹豫。

而在这之后的草案对职务代理的规定则变动不大。〔5〕最终,《民法总则》第170条正式确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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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这些规定根植于之前有关职务代理的学说论述。

2.构成要件

较早讨论职务代理的江平、张佩霖先生认为,依据代理权产生的根据不同,可将代理分为法

定代理、指定代理、委托代理和职务代理,将职务代理作为一种特殊的代理制度。〔6〕他们认为

职务代理权是根据行为人所担任的职务而产生的,法律依据是 《民法通则》第43条,同时强调

只有代理人的职务使得他必须与其他人产生财产关系时才是职务代理,例如商店的售货员、收款

员等,虽然这些人无正式的委托,但根据其职务顾客可以判断其是代表企业在收货、收款等。〔7〕

另一经典教科书认为,职务代理是根据劳动或雇佣关系中的职务而取得代理权,即其权限是因授

权行为而取得,属于意定代理的具体类型,例如商店售货员依其职务售货、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售

票、工厂的采购员为该厂订立采购合同。〔8〕但是,也有认为职务代理属于法定代理的少数观

点。〔9〕对此笔者难以赞同,即使是公法人通过其工作人员参与民事法律生活,这也并非法定

代理。

《民法总则》通过后,有观点主张职务代理权的范围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诸如经理权、代

办权等,但其取得来源于当事人的意思。〔10〕这值得商榷,法律直接规定权限范围仅能适用于经

理权,不能适用于代办权,代办权实乃一般委托代理 (见下文)。类似观点认为,意定代理权除

可来自授权行为外,还可来自职务,即职务代理属于意定代理。〔11〕“职务”不关涉代理权的来源

问题,而是解释代理权范围的因素之一,代理权来源和范围是两码事,所谓 “意定代理权来源多

元性”有待商榷。〔12〕结合 《民法典》第170条第1款的体系位置,我们赞同职务的授予或授予

何种职务仍取决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意思,这原则上属于委托代理范畴。当然,职务或雇佣关

系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同时授予代理权,具体还要看当事人的意思、职务类型等情况。〔13〕

从学说和上述草案的条文表述来看,一般认为职务代理的构成需要三个要件。首先,代理人

需要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二者存在劳动关系或委托关系,即职务代理人被纳入法

人或非法人组织的机构内,为其工作。第二,需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这是

显名主义的具体应用,以区分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第三,该行为需与其职务范围有关,这涉及

是否为有权代理,这一要件最为关键。对此有学者指出,职务代理必须发生在被代理人单位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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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机构所在地,〔14〕这一理解似乎更符合其所参考的苏俄民法中的 “代理人因工作环境而表明其

被授权”(见下文)。但是,《民法总则》历次草案和司法判决并未强调这一要件。然而,我们可

以追问,上述有关职务代理的规定和学者们的阐释是受比较法上哪个代理制度的启发而来?

(二)苏俄民法上之 “职务代理”

我国属于民法继受国家,“职务代理”或 “职务行为”应是受苏俄民法启发而来,后被我国

学者演绎。一方面,从历史背景来看,20个世纪70、80年代,民法教学和研究刚复兴,苏联的

民法学说和理论在这一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对 《民法通则》的制定影响较大。另一方

面,从具体构成要件来看,我国学者所言的 “职务代理”几乎等于苏俄民法中的 “因代理人所处

之环境而可得出其被授权”。

在代理方面,依据1964年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苏俄民

法典》)第62条第1款 〔15〕和1992年 《俄罗斯民法典》第184条第1款第1段 〔16〕之规定,苏俄

民法将代理分为三种:〔17〕第一,以委托书所体现的某人的意思表示为根据的代理,即委托代理;

第二,以行政文件中所体现的意思表示为根据的代理;第三,因法律文件中特别规定的行为和事

件而产生的代理,指法定代理。

苏联学者认为第二种代理形式常常在颁布关于委任职务的命令时发生,被代理人是指颁布行

政文件的组织或法人,而代理人则是指文件所指明的某个具体人。〔18〕而这种行政文件是由为居

民需要服务的企业和国家机关等 (如商店、车站和洗衣房)发布的,售货员、出纳员、收货员和

收件员等都是代理人。这类代理人的代理权是在有关的行政文件发布后产生的,而代理权则是在

代理人即工作人员履行他的劳动义务的过程中实现的。〔19〕至于权限范围,这类代理人在进行代

理活动时多不被要求出示能够证明代理权的文件,因为他们从事活动的环境就可以表明其被授

权。〔20〕这一权限判断的法律依据是1964年 《苏俄民法典》第62条第2款,该款规定:“代理人

(零售商店的售货员、售票员等)从事活动的环境,也可以表明其被授权。”1992年的 《俄罗斯

民法典》第182条第1款第2段保留了这一规定。

可以看出,苏俄民法上这种 “职务代理”产生于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特征在

于:第一,被行政管理部门任命的代理人属于国家或企业的工作人员,后者从事代理行为既属于

权利也属于职责;第二,这类代理人通常所处的工作环境即可使第三人相信其有权,即在权限判

断上属于默示授权或权利外观法理。对比苏俄民法上的 “职务代理”规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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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有关职务代理的论述应属于取法苏俄。比如,有学者在讨论企业法人通过职务授权其工

作人员时,参引 《苏俄民法典》第62条第2款。〔21〕至于典型的 “无须特别授权”的职务代理

人,诸如售货员、售票员等,也是与苏俄民法上的论述相同,在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些

职员对外行为属于其职责。类似地,张谷从江平等先生20世纪80年代编著的民法学教材推测,

职务代理应从苏俄借鉴而来,而民商合一的苏俄法似是在学习、简化德国民商法的时候,把 《德

国商法典》当中非独立的商事辅助人拥有的代理权,包括经理权、代办权以及商店和仓库职员的

代理权等,合并成了职务代理。〔22〕考虑到1992年的 《俄罗斯民法典》在第1005条以下单独规

定了 “代办”,又考虑到经理权、代办权与商店和仓库职员的代理权显然不同,苏俄法上的 “职

务代理”很可能仅对应着后者。〔23〕不过,从我国 《民法典》第170条第2句 “对职权范围的限

制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来看,这一表达多少受到了代办权和经理权之影响 (见下文)。

在法律借鉴时,我国的职务代理未强调苏俄民法上 “因工作环境而得出代理人已被授权”这

一重要特征,即代理权限的判定需要结合行为人的工作场所以及交易的典型性,如售货员、售票

员等。我国不强调这些特征而涉及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内的所有职务,从而扩大了职务代理的适用

范围,成为一种不完全规范,〔24〕适用时明确性较低。在回顾 “职务代理”这一概念的来源之后,

有必要通过探究职务代理的适用范围和权限确定,追问职务代理的独立性。

二、职务代理之适用范围和权限

判断职务代理的适用范围及其权限,对于区别职务代理与包括委托代理、表见代理在内的一般

代理制度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应先明确职务代理的适用范围,接着讨论职务代理权限之确定。

(一)适用范围

从适用范围上看,法定代表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名义行为的也属于广

义的职务代理,因代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也属于法定代表人履行其职责的职务行为。因此有观点主

张,规范上应当以商事职务代理概括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和其他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的代理权,统

一对待 《民法典》第61条第3款和第170条。〔25〕类似观点认为职务代理人应囊括公司法定代表

人、合伙企业的业务执行人等。〔26〕但因有 《民法典》第61条、第108条、第504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37条

等特别规范,《民法典》第170条的适用范围中应排除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代表人或负责人。〔27〕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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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参见前引 〔1〕,余延满、郭玉军文。
参见张谷:《从民商关系角度谈 <民法总则>的理解与适用》,载 《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4期。
从比较法来看,苏俄法上的规定大致相当于德国法和瑞士法上的 “店员或仓库职员的商事代理权”(《德国商法典》

第56条、《瑞士债法典》第462条),都是对特定营业环境下工作人员代理权的推定,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见杨芳:《第172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载朱庆育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

168页。
参见前引 〔8〕,陈甦主编书,第1206页;冉克平: 《论商事职务代理及其体系构造》,载 《法商研究》2021年第

1期。
参见聂卫锋:《职权代理的规范思路与法律表达——— <民法总则>第170条评析》,载 《北方法学》2018年第2期。
参见前引 〔3〕,李宇书,第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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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在尊重法律对其权限规定的前提下,经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当然有权以组织名义行

为,属全权代理人且有明确的归属规范,〔28〕不必将其纳入 《民法典》第170条适用范围之

内。〔29〕以公司为例,法定代表人当然有权代理公司,无须授权即可以公司名义行为,其他工作

人员并无此项权力;与此相应,法定代表人须经工商登记,其他工作人员并无此对待,二者并不

能等量齐观。适用 《民法典》第170条职务代理时应排除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等全权代理人。

在 《民法总则》通过前,有观点认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成员的职务行为仅限于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的行为,其他人员以团体名义从事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除非构成表见代理,否则行

为后果不应由法人承担。〔30〕该观点意图限制职务代理的适用范围,意味着其他工作人员以团体

名义行为也需要经授权或其行为需构成表见代理。据此,职务代理相比委托代理或表见代理属多

余。但实务中的案例并未遵守这一观点,非属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也可能

构成职务代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更是将职务行为细分为职务代理和职务代表。〔31〕

在承认 《民法典》第170条主要适用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中低层职员的前提下,法律也未限

定职务代理人的权限范围。我国实证法上很少见法律规定职务代理人及其权限范围。〔32〕比较法

上,法律多明确规定全权代理人的权限范围并配合登记制度,诸如经理权、公司机关代理权等,

而不会去规定企业中低层职员的权限范围。盖这一规定既不可能也难称合理,毕竟企业中低层职

员众多、类型多样,各职务所体现的授权范围并不一致。

性质上,职务代理多属概括代理或种类代理,而非就某一特定事项有代理权,凡是与职务范围

有关的行为皆属有权代理。就职务代理人拟作出的法律行为,若相对人提前仔细核实了代理人的授

权委托书,则出现争议的情形较少。被纳入企业组织机构的代理人实乃企业运转所不可缺少,在商

事交易快捷性的要求下,第三人多从其所处的地位和职务称号等推断出其有相应的代理权,〔33〕如

“主任”“经理”等称号,而无须每次交易时皆要求这些商事代理人出示其授权委托书。无具体授

权委托书,而仅凭借其称号或地位参与交易的代理人属 《民法典》第170条的主要规范对象。

综上,我们认为,职务代理旨在调整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内部中低层工作人员以法人或非法人

组织名义完成法律行为的效力。对于这些职员,考虑到我国法几乎未规定这些职务代理人的类

型、权力以及相应的登记,该如何确定其权限范围呢?

(二)权限之确定

职务代理人权限之确定须求诸民法关于代理权的一般规定。以他人名义行为之所以并非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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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参见刘骏:《揭开机关理论的面纱:区分 “代表”与 “代理”以及 “雇员”与 “机关”之无益论》,载 《河南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相反观点认为,与非法人组织负责人相关的 “职权代表”行为在规范体系上似仍属于第170条的适用范围。参见前

引 〔26〕,聂卫峰文。
参见宋晓明、朱海年、王闯、张雪楳:《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载 《人民法院报》2006年9月20日,第005版。
参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 (一)》(苏高法审委 〔2005〕

16号)第16条。
仅有部门规章规定了职务代理人,例如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2条有关建筑企业项目经理的规

定,但法律并未要求其必须经登记。
参见陈自强:《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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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的例外,是因为行为人具有代理权限,职务代理人也不例外。第一,代理人的权限可基于本

人明示或默示的委托授权。明示授权是指本人向代理人口头或书面明确表示授予其代理权限,此

时代理人的权限范围取决于本人作出的、代理人所受领的授权意思,所谓本人向相对人所作的外

部授权在我国并无规范基础,也无必要。〔34〕然而,很多场合本人并未明确表示其授予代理权于

代理人,而该授权可从交易的具体环境中推出。默示授权即是结合交易时的具体场景,包括被代

理人的行为和代理人所处之地位等,而推断出代理人具有相应的代理权。质言之,默示授权是在

本人未明确表达授权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结合交易时的具体场景、交易习惯等具体因素,对代理

权予以推定。〔35〕公交车售票员当然可被认为有以公司名义接受款项和售票的权限,代理公司售

票的权利是其劳动合同的一部分;商店雇佣的售货员当然就商店营业事务有默示代理权限。我国

法上只在 《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提及了一种类型的默示授权,即被代理人知道他人以其名

义行事而不反对的,产生代理法效果。〔36〕但默示授权这一法理应是予以认可的。第二,代理人

的权限还可来自本人所创造的权利外观,即表见权限,自不待言。〔37〕

1.职务:授权行为抑或权利外观?

依据 《民法典》第170条第1款的规定,代理人在 “职权范围内”和 “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的名义”导致法律行为效果的有效归属。依据 《民法典》第170条第2款之规定,对职务代理人

权限的限制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问题是如何理解 “职权范围”。判决在判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内部中低级职务人员以组织名义行为的效果归属时,主要有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两种路径。

有判决认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人员以组织名义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38〕进而产生有

权代理的效果。其逻辑是,某些职务的授予同时蕴含着代理权之授予,〔39〕代理人在其职权范围

内的行为属有权代理。《民法总则》通过前,主流观点即认为职务代理人无须特殊授权,就职务

范围内的事项可以代理法人。换句话说,他的职务或地位就表明了其有权代理法人,〔40〕第三人

无须要求代理人向其出示授权委托书,而是径行依据其职务进行权限推定。在这一理解下,职务

代理与默示授权非常接近,前者是从代理人之职务得出其具有相应的代理权限,后者是相对人从

交易客观环境 (包括代理人的职务等)得出代理人的权限,二者都非属明确授权。这一路径贯穿

于 《民法总则》适用前和适用后。

还有判决认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41〕虽然被代理人争议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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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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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浩:《论 “代理权滥用法理”之滥用》,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SeeChristianvonBar&Eric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andModelRulesofEuropeanPrivateLaw,Vol1,

Sellier,2009,pp.416 417,419;〔德〕海因·克茨: 《欧洲合同法》 (上),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23页;

Art.2.2.2 (1)UnidroitPrinciples2016,p.82.
参见杨代雄:《容忍代理或默示授权》,载 《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4期。

SeeP.VanOmmeslaghe,Traitédedroitcivilbelge—TomeII:Lesobligations,Bruylant,2013,n°1177,p.1749.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新28民终156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6)民申591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一中民终字第5800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0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746号民事判决书;刘文科:《企业职员的代理权研究———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异同》,载王

保树主编:《中国商法年刊 (2013)》,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参见前引 〔24〕,杨芳文,第166页。
参见前引 〔1〕,尹西明文;前引 〔8〕,王利明书,第629页;前引 〔1〕,刘文科文,第314页。
参见潘军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判疑难问题研究》,载 《法律适用》2014年第7期;周功灿、绍兴仲:《浅谈项

目经理行为定性与表见代理的构成》,载http://www.civillaw.com.cn/bo/zlwz/?id=28967#,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 (2014)民申字第545号民事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3)皖民二终字第0044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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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享有代理权,但结合案涉具体情形,诸如职务高低、交易习惯和交易场景等,行为人的

“职务”构成相对人可合理信赖的权利外观。基于这一信赖相对人无需核实行为人是否被授权,

代理权外观表征着权限的大小。即真实的权限不符合第三人依据职务代理人所处情形 (包括职

务)作出的通常推断,那么应由本人承担这一不利后果。在一起典型案件中,〔42〕某保险公司在

某地的营销部负责人在任职期间,私自伪造保险单和保险业务专用章,通过营销部的销售门市销

售给第三人,后购买该保单的投保人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抗辩其与投保人未形成保

险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审认为,作为善意相对人的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购买的保

险是真实的,伪造保单的营销部负责人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有观点将

该负责人的行为解读为表见代理。〔43〕裁判文书中强调的 “有理由相信”极易使人想到表见代理

的构成要件。类似地,在有些案件中,法院判断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产生有权代理效果时,同时

诉诸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44〕或者本人抗辩所涉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时,法院结合案涉事实不

认可该抗辩而认为该行为构成职务行为。〔45〕

2.功能视角

实际上,授权行为说 (或职务行为说)和表见代理的功能类似。

第一,就代理行为而言,通常情形下与职务代理人或表见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未在交易前明

确要求他们明示授权委托书并详细审查之。有力说认为,表见代理所谓 “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

理权”实质是指本人对外作出了旨在证明代理权存在的通知,故相对人无需再对行为人是否有代

理权进行核实。〔46〕而依授权行为说,相对人依据包括代理人职务在内的客观环境进行权限推定,

相信代理人有与其职务相应的权限。即二者皆是相对人直接信赖代理人有权限,而无需进一步

核实。

第二,职务行为说和表见代理皆产生有权代理的效果,且判断路径相似。职务行为说是从代

理人所担任的职务出发,同时结合相对人对该职务的合理信赖。表见代理也是结合第三人的合理

信赖和代理权外观。一方面,在本人否认行为人为有权代理的前提下,〔47〕依职务行为说,相对

人通过观察代理人履行职务的行为而信赖其有与其职务相应的代理权;表见代理的逻辑则是以第

三人善意信赖权利表象来弥补代理人内部真实代理权的缺失,〔48〕二者相差不大。另一方面,从

代理人与本人之内部关系和代理人与第三人之外部关系区分的角度看,职务行为说区分内部真实

授权和外部代理权,而表见代理也能起到界定外部法律关系以及区分内外法律关系的效果。〔49〕

也就是说,尽管本人否认其代理人的行为属有权代理、否认该行为符合其和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关

系,但在对外层面上并不妨碍本人被拘束。在实际操作中,职务这一因素以及交易时的其他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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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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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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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刘雷诉汪维剑、朱开荣、天安保险盐城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2年第3期。类似案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2)民二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大法宝对该案的解读,【法宝引证码】CLI.C.82670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5)民申字第418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粤01民终2540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若本人不争议行为人实施的代理行为,很难出现表见代理或 《民法典》第170条第2款的适用。
参见叶金强:《论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有因构造》,《政法论坛》2010年第1期。
参见前引 〔46〕,王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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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和第三人的善意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主观信赖需要客观因素来证成,客观因素促成主

观信赖之生成,二者很难截然分开。或有观点认为,以授权行为阐释职务行为与表见代理并不相

同,因为表见代理需要本人具有归责性,而且相对人需要对此予以举证。主流学说提倡表见代理

构成要件中应包括本人的归责性,〔50〕而赋予代理人特定职务、将代理人纳入法人组织结构并允

许或任其以法人名义行为,也可证成归责性之判断。在归责性这一问题上,二者在实际运作中差

别甚微。

至于举证责任,在授权行为框架下,相对人需要结合交易具体情形,证明代理人的职务构成

代理权通知。即第三人举证其相信所缔结交易属于代理人的职务范围之内,辅以交易时的客观环

境因素,概因主张有代理权者,得负举证责任。然后由本人来证明相对人的信赖不合理或属恶

意。在表见代理框架下,相对人需要证明其可合理信赖与本人有关的代理权外观,包括赋予职

务、交易环境等,而由本人来证明相对人的非善意。〔51〕二者在这方面差别不明显。

因此,可以说表见代理与授权行为形成适用上相竞争的趋势,二者发挥类似的功能,皆考虑

相对人对职务外观的合理信赖以及本人可归责性,外观上并非履行职务的行为很难同时构成表见

代理。

这一判断有助于明晰对 《民法典》第170条第2款所谓 “内部限制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存

在的理解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这属于权利外观机制。〔52〕相反观点认为,职务代理中的相对人

虽可对代理人的权限产生信赖,但它产生于商事登记和法律对代理权范围的直接规定,原则上与

本人无关,因此不能认为职务代理与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相同。〔53〕第三种观点认为,其属于代

理权滥用,〔54〕即本人的内部指示不影响外部代理权。就第二种观点而言,无论是比较法还是中

国法,存在商事登记以及法律对代理权范围直接规定的主要是全权代理人,即经理权人、法定代

表人和合伙企业业务执行人等,如前所述,这些并非 《民法典》第170条职务代理的适用范围,

而且 《民法典》第170条不宜解释为关于经理权的表达 (见下文)。至于第三种观点,其一,代

理权滥用的主要适用领域是代理人损害本人利益场合;〔55〕其二,内部限制或指示不影响外部权

限符合经理权机制而不适用 《民法典》第170条第2款,经理权人的权限法定,而本人对职务代

理人的内部指示构成权限的部分撤回或限制,至于这些限制能否对抗第三人则是另一问题。

我们更赞同第一种观点,给予代理人职务的同时蕴含着 (内部)授权,〔56〕在这一授权被通

知于外后,哪怕事后就权限之行使本人给予代理人更具体的指示或限制,只要这些限制未被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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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56〕

参见叶金强:《表见代理构成中的本人归责性要件》,载 《法律科学》2010年第5期;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

成要件》,载 《法学》2013年第2期。
参见前引 〔46〕,王浩文。
参见王利明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 (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765页;沈德咏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3页。相反观点参见前引 〔3〕,李宇

书,第796页。
参见前引 〔10〕,杨秋宇文。
参见前引 〔3〕,徐深澄文。
参见前引 〔34〕,王浩文。
即使从外部授权的观点观察,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工作人员公开赋予职务,也可解释为外部授权,这与内部授权、

外部通知并无实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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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给外部第三人即不影响代理人据此行为的有效性。《民法典》第170条第2款旨在解决本人

应承受内部代理权与外部职务所蕴含的通常代理权不一致之风险。还有观点认为 《民法典》第

170条第1款和第2款存在逻辑矛盾,因为既然职务代理人的职权本来就基于内部授权产生,并

且职权范围受到所谓的内部限制也属职权的常态,何以第1款满足代理行使要件的职权行为,要

受到第2款的例外性限制。〔57〕这一质疑值得商榷,在范围非常具体的授权情形下,出现外部权

限和内部权限之差异的可能性较小,但在概括授权时,外部展现的代理权和内部权限可能有差

异。《民法典》第170第2款规范的并非内部授权符合外部代理权外观的情形,而是代理权外观

大于内部授权范围。比如某人被委任担任商店的售货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其可能收到雇主更

具体的指示,原则上这些指示并不影响其对外权限,因为通常这些具体指示并不能被有效通知

于外。

因此,从功能角度考虑,所谓的 “职务行为”可被授权行为或表见代理所代替,其独立性成

疑。既然可以现有的制度规范之,为何要单独规定职务代理? 未意识到职务代理的身份危机,不

同观点则认为须以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来阐释职务代理。

三、质疑以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阐释职务代理

《民法总则》通过前,有代表性观点主张参考比较法做法,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中经理人、

代办人和商店等公开经营场所的职员等的代理权以及实践中各代理商的代理权分别加以规定,

并配合相应的登记制度。〔58〕与此类似,有观点主张,应在总则编代理制度中设置商事代理的

转介规范,指明经理人及其他商业使用人的职务代理、代理商的商事代理在 《民法典》中的体

系位置,并在合同编部分规定经理权、其他商业使用人合同 (企业销售人员、店员代理权等)

以及代理商合同。〔59〕《民法总则》通过后,类似观点进一步指出 《民法典》第170条关于职

务代理的规定过于简略,可操作性不强,应结合比较法上的经理权、代办权等类型完善职务代

理。〔60〕另有观点主张 《民法典》第170条可涵盖商法上的经理权和代办权,融贯民事代理和商

事代理。〔61〕然而果真需要一并规定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或者以之来阐释 《民法

典》第170条吗? 处理这一争议问题,要求我们首先探讨何为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或雇

员代理权,考虑到当前存在对其理解不准确的现象,随后结合比较法和我国实证法,评析

这一建议。

(一)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模式

《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规定了一般代理制度,《德国商法典》还规定了若干商事代理人,从

第三人和本人之间关系角度考虑,主要有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或仓库职员代理权。采纳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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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参见前引 〔26〕,聂卫锋文。
参见前引 〔1〕,尹飞文。
参见曾大鹏:《民法典编纂中商事代理的制度构造》,载 《法学》2017年第8期。
参见前引 〔10〕,杨秋宇文。
参见前引 〔3〕,李宇书,第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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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立法模式的还有瑞士法、〔62〕葡萄牙法 〔63〕和日本法 〔64〕等。有观点在讨论商事代理时提及有

必要规定代理商,〔65〕比较法上对代理商的规范重心在于其和委托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而非外部关

系,〔66〕代理商是否有缔约权限仍取决于其是否被授权,仍属于委托代理,故我们在此不予讨论。

1.经理权

《德国商法典》第43条至第50条规定了经理权 (Prokura)制度,〔67〕其主要特征有二:第

一,除法律规定的限制之外,经理权享有概括权限,对经理权的内部限制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

人对该内部限制的简单知情不足以认定为恶意;第二,经理权人必须经商事登记。以法律明确全

权代理人的权限以及强制登记,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迅捷。除个体商人可授予经理权外,经理

权还适用于公司等团体,具体规范有德国 《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7条、《股份有限公司法》第82

条和 《德国商法典》第125条等。值得一提的是,自1968年以来,经理权制度统一了欧盟 (及

其前身 “欧洲共同体”)资合公司的机关代理制度。〔68〕这表明了源于中世纪商事习惯的经理权

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国有观点认为在法律直接规定某类代理人的代理权范围情况下,诸如

经理权情形,无需单独的授权行为,〔69〕这一理解忽略了权限法定和授权行为是两码事,完全可

出现权限发生意定但权限内容法定的情况。

2.代办权

依据 《德国商法典》第54条第1款和第2款之规定,代办权是指未经授予经理权而有权经

营营业,或实施属于商事营业的某种或某个别行为,在尊重法律关于代理权的限制或提示的前提

下,其代理权及于此种商事营业的经营或实施此类行为通常会产生的一切法律行为。同时,依据

《德国商法典》第54条第3款之规定,对于代办权的其他限制只有在第三人明知或应知时,才对

第三人有效。有观点似认为代办人的权限范围乃法定,这并不准确。〔70〕虽然代办权被列入商法

典,但相比 《德国民法典》第167条的一般授权并无太大特色,其本质上属于意定代理。〔71〕《德

国商法典》第54条第1款规定了对于权限范围的推断,本人可以自由决定授予代办人的权限范

围,第3款则规定了在代办权偏离通常推断范围的情况下的善意保护。这就意味着第54条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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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瑞士债法典》第32条及其以下规定了一般代理制度,而在第十七编 “经理人和其他商事代理人”中规定了经理人

(第458条及其以下)和代办人 (第462条)。
参见 〔葡〕乔治·曼努埃尔·高迪纽德·阿布莱乌: 《商法教程》 (第一卷),王薇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

111页。
《日本商法典》第21条、第25条和第26条分别规定了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或仓库职员代理权。参见刘成杰编:

《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61页。
参见樊涛:《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与商事规范的构建》,载 《法学杂志》2016年第11期。
参见陈自强:《从欧盟及德国代理商法看我国民法之代办商》,载 《政大法学评论》第113期。
本文中 《德国商法典》条文均引自杜景林、卢谌译:《德国商法典》,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SeeArticle9ofDirective(EU)2017/1132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of14June2017relatingto
certainaspectsofcompanylaw;刘骏:《“表见代表”之虚与实》,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0期。

参见前引 〔1〕,尹飞文。
参见前引 〔10〕,杨秋宇文;前引 〔12〕,郑泰安、钟凯文;前引 〔22〕,张谷文。
参见 〔德〕C·W·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页;卢谌:《<德国商法典>:解

构抑或重构》,载 《德国研究》2014年第2期; 〔德〕保尔·拉邦德: 《依 <德国普通商法典>缔结法律行为时的代理》,刘洋

译,载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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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规定是一个可以推翻的推断,而且代办权没有法律强制规定的范围;〔72〕另外,代办人也不

需要经商事登记。即在权限范围和登记上,其与经理权明显不同。代办人是否被授权及其权限范

围,需要结合营业规模、类型和交易具体情况等判断是否构成本人的授权或表见权限。

3.店员代理权

依据 《德国商法典》第56条之规定,在店铺或公共仓库受雇之人,视作有权进行在此类店

铺或仓库中被认为通常的买卖和受领。店员或仓库雇员身份不须商事登记,对第三人而言其所处

之外观证成其享有的权限,通说认为 《德国商法典》第56条属于权利外观责任。〔73〕因为通常情

形下雇员本人知道其未被内部有效授权。相反,弗卢梅认为,《德国商法典》第56条属于基于法

律行为授予的意定代理权,即某人赋予他人某一职位且从交易习惯上来看该职位形成代理权,那

么他通过自己的行为宣示他人享有代理权。〔74〕外部第三人可以合理信赖该外部授权。其实从法

律效果上观察,两种观点之间并无太大的差别。权利外观理论是本人就代理行为未予以内部授权

时,其不得向相对人主张与外观不符合的内部授权之限制。而弗卢梅的授权行为说认为通常情况

下,被代理人将店铺或仓库雇员置于营业场所就等于向外部作出了授权,针对不特定的相对人而

言,店铺或仓库职员拥有通常的买卖和受领的权限,除非相对人属恶意。这一问题与其对 《德国

民法典》第171条、第172条的外部授权之理解有关,他认为它们是基于法律行为所作出的授

权,〔75〕而另有学说认为其是权利表象。〔76〕

综上所述,德国法上具有特色的是权限法定和须经登记的全权代理人,即经理权制度。至于

代办权、店员或仓库职员代理权仍属意定代理和表见代理范畴之内,不具有特殊性。《德国商法

典》的上述规定早在1861年 《德国普通商法典》中即已存在,〔77〕属于对商事习惯的总结,这些

代理权类型早于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以及表见代理法理之广泛肯认。〔78〕这种立法格局是特定

历史的产物而非逻辑必然,今日我国已有成熟的委托代理、表见代理理论且采民商合一体例,果

真有必要遵循此模式吗?

(二)我国法之定位

以经理权、代办权等完善职务代理的建议因未准确认识经理权、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的机制以

及我国实证法相应状况而不可行。我国实证法并非不存在类似经理权的制度。我国虽然未如 《德国

商法典》那样明确规定经理权,但并非不存在经理权的应用,用经理权来阐释合伙企业业务执行

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完全是可行的。首先,法定代表人制度与经理权制度有相同法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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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71〕,卡纳里斯书,第385页;前引 〔71〕,拉邦德文。
参见前引 〔71〕,卡纳里斯书,第398页;〔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734页。
参见 〔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页;〔德〕卡尔·拉伦茨:《德

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56页。
参见前引 〔74〕,弗卢梅书,第984页。
参见前引 〔74〕,弗卢梅书,第987页。
参见前引 〔71〕,拉邦德文。
德国法上,表见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才成为通说。参见黄卉:《论法学通说》,载 《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2辑。
参见张舫、李先映:《论商法中的经理权》,载 《河北法学》2007年第5期;刘骏:《再论意定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

载 《交大法学》2020年第2期。不同观点认为 《民法典》第61条第3款和第504条属权利外观责任。参见前引 〔34〕,王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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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行为无需特别授权,他是法人唯一的、法定的签字人。〔80〕就公示而言,

只有法定代表人需登记并公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信息公示系统都记载法定代表人的任

命,〔81〕而公司其他董事或经理的变更只需工商备案。〔82〕另外,依 《合伙企业法》第37条之规

定,合伙企业的业务执行人对营业享有概括权限,而且需经登记,类似的还有法人的清算人、合

作社的社长等。对这些享有概括权限的代理人,因已有法律规范,无需诉诸职务代理。

还有观点将我国公司经理的权力与经理权相类比。〔83〕类似观点认为经理权既包括对内的事

务管理权 (《公司法》第49条和第113条),也包括对外代理权,并以德国商法、法国商法中有

关经理权的规定为佐证。〔84〕这值得商榷,我国公司经理制度与经理权制度本身无关。其一,经

理权制度需要公示经理权人的身份,自20世纪末 《公司法》制定以来,除经理兼任法定代表人

之外,公司法上的经理只要求备案而非登记,工商登记只显示法定代表人。或有反对者认为,依

据2016年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6条之规定,登记信息和备案信息都应该公示,二者区

别已经模糊化。实则并非如此,相比备案信息,营业执照和工商登记更原始、更具有权威性和可

信性。其二,须备案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包括经理)并不当然具有代表权。因为在代

表权配置上,我国目前实行单一的法定代表制,公司经理并不像法定代表人那样就公司营业事务

享有概括签字权,而且法律主要是从公司内部角度对经理配置权力。〔85〕即从公示和代表权配置

两层次上,我国经理的权限并非经理权。虽然可承认公司经理就公司日常经营事务具有概括代理

权,〔86〕但不能因此将其与全权代理人或法定代表人等量齐观。〔87〕据此,经理能否拘束公司需

依据一般代理制度,看其是否被授权,〔88〕未被授权时可否有表见代理之适用。

综上,除非在立法上引入经理权制度并配合登记制度上的改革,否则将职务代理和经理权联

系起来的意义有限。即使进行立法上的改革,带来的收益主要是:第一,企业可以在法定代表机

关之外另行设置具有代理全权的经理权人;第二,个体商人也可以设立经理权人。后者的必要性

较低,当今商业社会的典型形态是企业组织体,而非个体商,授予经理权的多是企业而非商个

人。第一个交给 《公司法》处理即可。立法论上,当前更务实的选择可能是,坚持董事会中心主

义下,赋予董事会概括权限,〔89〕同时允许董事会结合本公司股权结构等情况,选任其成员或经

理个别或共同地担任代表人,并配套进行相应的商事登记改革,全权代理人须经公示。

职务代理也无必要依据代办权、店员或仓库职员代理权进行完善,后者相比一般代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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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参见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1条。
依据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9条、第30条,《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8条和 《公司法》第7条

之规定,法定代表人的姓名需要登记,且营业执照应记载之。
依据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37条和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9条之规定,公司董事、监事、

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参见前引 〔3〕,徐深澄文;前引 〔10〕,杨秋宇文。
参见前引 〔25〕,冉克平文。
参见前引 〔12〕,郑泰安、钟凯文;前引 〔79〕,张舫、李先映文。
参见殷秋实:《法定代表人的内涵界定与制度定位》,载 《法学》2017年第2期。
不同观点,参见赵旭东:《再思公司经理的法律定位与制度设计》,载 《法律科学》2021年第3期,第36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12月30日公布的 《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74条。
参见前引 〔86〕,殷秋实文;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12月24日发布的 《公司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第62

条、第1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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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委托代理和表见代理,并无特色,法律不可能确定其代理权范围以及进行相应的配套登记,

只能做一定的可推翻的权限推断。反对观点认为,大陆法系相关立法中,诸如经理权、代办权和

店员代理权,各类职务代理的范围具有法定性,即法律对上述几种形式的职务代理予以类型

化。〔90〕这值得商榷,在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情形中,其权限范围并不具有法定性,而是法律做

出的推断或权利外观责任。代办权仍属于委托代理,店员代理权属于表见代理范畴,二者并不具

有特殊性。

从立法论上检讨,考虑到我国并未详细规定法定代表人之外的代理人权限和公示措施,这一

规定也无可能,单独规范职务代理的意义并不大。首先,囊括任何职务类型且无相应法律规定代

理权限和公示措施,职务代理与一般代理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和表见代理又有何区别,其特色在哪

呢? 其次,从功能上看,职务代理也并非必不可少。法律行为归属上,针对法人内部中低层工作

人员完成的职务行为,若这些工作人员已经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委托授权,则其属于委托代理的范

畴,至于其超越授权能否构成表见代理,借助表见理论判断即可。若这些工作人员未被明确委托

授权,其以组织名义行为是否构成有权代理取决于表见代理或默示授权之满足。职务代理实质是

指从事代理行为时包括代理人职务在内的客观环境使相对人相信其有权限,这一功能可由表见代

理或默示授权实现。最后,渊源上我国职务代理受苏俄法上相关代理制度的启发,后者的特色是

相对人可因代理人所处之地位相信其有权限,在权限判断上属默示授权或表见代理,并无特色。

因此,职务代理相比一般代理并无特色,在适用 《民法典》第170条时应该具体地判断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其职务范围内的行为是否构成有权代理。〔91〕 《民法总则》制定前后,

有不少关于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及其区别的讨论,诚然,在功能上、内部关系上商事代理存在其

特色,但这并非代理制度的主要规范内容,交由合同法或当事人自治即可。在外部关系上,商事

代理仍然应遵循以他人名义行为的一般规范,结合我国实证法情况,不宜过于夸大其特色。

四、结 论

综上,职务代理受苏俄民法影响而来,苏俄民法上的类似制度具有两项特征:第一,代理人

由行政文件任命,完成代理行为属于行为人之职责;第二,相对人无须审查授权委托书,可因工

作环境而得出代理人已被授权。法律借鉴时,我国未如苏俄民法那样特别强调职务代理是发生在

工作场所之内以及职务类型的典型性,扩大了职务代理的适用范围。由于已有特别规范,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并不适用 《民法典》第170条。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以组织名义行为的效

果归属需要看行为人是否经有效授权,未经授权时可否有表见代理之适用,即外部客观表象可否

证成第三人信赖行为人被授权。从功能和具体权限判断角度观察,职务代理与默示授权、表见代

理很难区分,可被两者所替代,独立性甚小。代表性观点主张以比较法上的经理权、代办权和店

员代理权阐释或建构职务代理,这并不必要。一方面,若在立法上引进经理权,带来的实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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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参见前引 〔12〕,郑泰安、钟凯文;刘静波:《以职务代理完善我国代理制度》,载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版)》2012年第2期。
参见前引 〔24〕,杨芳文,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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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允许个体商人授予经理权以及企业可在法定代表人之外设立经理权。考虑到个体商人的式微,

前者必要性较低。当前更现实的选择是在董事会权力中心下,允许董事会选任一人或数人单独或

共同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配合以商事登记。另一方面,代办权和店员代理权并不区别于一

般代理制度,单独予以规定的必要性较低。

孟德斯鸠说:“只能以颤抖的手制定法律。”〔92〕通过对职务代理的探讨,提醒我们立法时应

明确某一制度的来源和功能,径行规定不仅无益于问题之解决,而且依奥卡姆剃刀原则 “如无必

要,勿增实体”,也构成资源浪费。作为继受国家,探求民法某一制度的来龙去脉和制定过程中

的争议,有助于我们制定最科学的规范以及正确适用相关法律。

Abstract:Theconceptionof“agencyinduty”inChineselawwasinspiredbytheRussianlaw.In

Russianlaw,anagentwhoisappointedbytheadministrativeregulatingdocumentshasthepower

tobindhisprincipalandthecounterpartisexemptedfromtheverificationofhispowerduetothe

agent􀆳sworkenvironment.TheArticle170ofCivilCodeshouldn􀆳tbeappliedtothelegalrepre-

sentativeofalegalpersonortotheprincipalofanunincorporatedorganization.Anactaccom-

plishedbytheemployeeinthenameoforganizationisvalidonlywhenhehasrealauthorityorap-

parentauthority.ThereisalsononeedtointerprettheArticle170ofCivilCodewithprokuraand

therepresentationofemployee.TheCivilCodeshouldnotregulatetheagencyinduty.

Key Words:agencyinduty,apparentauthority,impliedauthority,prokura,representation

of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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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罗国林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